
摘要：公众对新兴技术的接受度不仅会影响技术应用的成效，也会改变技术发展的路径，但当前学术界仍

然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提出了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 3类风险感知影响新兴技术接受度的理论框

架。通过设计 3组针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平行调查实验，本研究发现，公众对于人脸识别技术提升社会治安的

感知，往往可以提升其对新兴技术的接受度，而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带来的财产损失和隐私冲突的感知，则会降

低公众的技术接受度。此外，公众的技术使用行为和监管信任水平会调节公众风险感知对新兴技术接受度的

影响。本研究定义了新兴技术的概念，通过辨析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 3种类型的技术风险，从场景

化的微观视角理解新兴技术接受度，还分析了不同群体对于新兴技术风险的差异化感知，推进了学界对新兴

技术风险和技术接受度的理解。本文提出，政府应该尽早关注新兴技术的风险，并积极回应公众的风险顾虑，

通过对风险类型进行场景化的区分，构建更为精细化的新兴技术风险沟通体系，从而以公共政策引导技术接

受度的提升，为新兴技术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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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仅重塑了生产组织方式（王天夫，2021），推

动了产业结构转型（田秀娟、李睿，2022），也被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企业管理（刘淑春等，2021；陈德球、胡晴，

2022）等领域。尤其是近年来新兴技术在司法、监管、政务服务等传统行政领域的深度融合，推动形成了智慧

法院（潘越等，2022）、监管科技化（孙亮、刘春，2022）、税收征管数字化（刘慧龙等，2022）等改革探索，丰富了政

府公共治理的“工具箱”（邓利维等，2006），协助破解了传统行政体系碎片化的协作难题（郁建兴、樊靓，2022），

实现了行政高效化和精准化的提升。

然而，新兴技术往往存在应用与风险的冲突，导致公众持有相对消极的技术态度，最终影响技术的普及与

发展。例如基因编辑在生物制药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但人胚基因修饰、基因编辑婴儿等事件可能引

发人类遗传安全风险，冲击社会公平伦理（李建军、王添，2016）。又如，人脸识别技术虽然能够提升社会治安

水平、增加金融支付的便利性，但也引发了数据安全、隐私侵犯等广泛争议，使得公众使用技术时常常面临着

“隐私权衡”（威廉斯等，2023）。

考虑到新兴技术产生的争议可能会影响公众的技术接受度，从而限制技术的创新、应用与发展，政府试图

予以监管回应。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例，2021年 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正式发布，同年 8月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均对人脸信息数据的收集、存储、应用乃至共享等环节都做出了规定，并

强调对数据处理的定期风险评估。为了更直接地回应人脸识别技术的社会争议，2023年 8月，中央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起草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进一

收稿时间：2022-10-9；反馈外审意见时间：2023-1-30、2023-7-13、2023-8-29、2023-11-8、2024-2-4、2024-4-7；拟录用时间：
202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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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74106）的资助。感谢各位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中国科协对于开展问卷调研的支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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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规范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

由此可见，新兴技术发展与风险的内在张力使得新兴技术接受度研究尤为必要。本研究试图以公众的技

术风险感知为视角，探索影响新兴技术的公众接受度的相关因素，并通过探究风险感知的调节机制，进一步理

解新兴技术的公众接受度问题。

新兴技术的涌现及其技术特征为技术接受度研究提供了新的现实场域，但当前仍然缺少对于新兴技术概

念及其特殊性的讨论与辨析。同时，当前对于新兴技术接受度的理论研究，不仅在理论构建和实证工作方面

仍然不足，而且也缺乏对于较为新兴的具体技术的讨论与研究。此外，以往研究一般通过在问卷调查中直接

提问的方式来测量受访者的风险感知水平和技术接受度水平，难以克服遗漏变量的内生性（斯科特，2018）及

同源偏差（迈尔、奥图尔，2012）问题，仍然存在研究方法上的局限。

本文辨析了新兴技术的概念及其特殊性，构建了基于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 3类风险感知的新兴

技术接受度理论框架，并以新近涌现的人脸识别技术为例，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以更严谨地探索新兴技术接

受度的影响因素。本文提出，新兴技术往往是新近涌现的、且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但还未真正被全社会广

泛接受并应用，其概念和内涵具有时代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又可能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根

据广义的、中性的风险概念，即非预期后果的概率（奈特，2002），本文构建了基于新兴技术风险感知的接受度

理论框架，研究公众之所以愿意接受一项新兴技术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到新兴技术尚未普及，使用过新兴

技术后公众对于同一风险的感知会存在明显差异，且当新兴技术本身尚未完全成熟、技术安全体系尚未完全

建成，监管信任水平会影响公众对于技术风险的判断与感知，本文还从个人的技术使用行为以及监管信任水

平视角出发，进一步研究了风险感知影响新兴技术接受度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以人脸识别技术接受度为例，采用调查实验方法进行实证检验。作为新近涌现的人工智能技术的

典型应用，人脸识别技术的主要应用场景以公共场所为主，是当前对公众“可见性”较强的新兴技术之一，适于

面向个体受访者开展问卷调查。其次，人脸识别技术虽然提升了社会治安水平，但也经常发生因数据安全导

致个人财产损失的安全事件，也在隐私伦理等问题上频频引发社会争议。因此，由于人脸识别在社会福利、个

人收益和技术伦理方面突出展现了 3类风险，研究者可以较为精准地在问卷中设置情境并测量出受访者对于

不同技术风险感知的差异。此外，考虑到调查实验相较于普通问卷方法在因果效应估计上有独特的优势，即

通过对样本的随机化分组确保干预变量在个体间的随机分布，从而削弱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我们通过设

置人脸识别的不同风险情境，刺激公众对于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 3类技术风险的感知，并得以更准

确地研究新兴技术接受度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推进了学界对新兴技术风险和技术接受度的理解，也在方法上推进了本领域的发

展，且研究结论具有较为重要的政策启示与实践意义。首先，本研究从理论上定义了新兴技术的概念，通过辨

析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 3种类型的技术风险，为进一步理解新兴技术接受度提供了场景化的微观

视角，还就不同群体感知新兴技术风险的差异化机制进行了具体分析，从而深化了技术接受度的理论研究。

已有研究（戴维斯，1989）大多从宏观上讨论风险感知如何影响技术接受度（布贝克，2012；福瑞穆特等，2017），

对于微观机制的关注和探索仍有不足。本文在定义新兴技术的概念的基础上，辨析了其风险特征，从而阐明

了新兴技术接受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本文还通过进一步细化新兴技术风险感知的不同类型，就公众

对于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风险感知做出了场景化的区分，并关注到新兴技术的重要伦理特征，由此构建了

基于风险感知的新兴技术接受度理论框架。本研究也关注到公众的技术使用行为和监管信任水平如何对技

术风险的感知产生差异性影响，在微观层面上补充了风险感知影响技术接受度的相关研究。其次，从方法上

看，以往简单的问卷大多通过在问卷中直接对受访者主观态度进行提问，难以客观测量公众对于技术风险的

真实认知。针对以往研究中难以解决的内生性问题（迈尔、奥图尔，2012；斯科特等，2018），本文通过调查实验

的方式刺激了公众的风险感知，进一步揭示了新兴技术接受度的影响因素。最后，在实践上，本文有助于政府

以场景化的方式理解新兴技术的风险类型及其如何影响技术接受度，从而塑造更精准的政策设计来推动技术

风险沟通与政策宣传，引导提升新兴技术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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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兴技术公众接受度的理论构建与假设提出

（一）新兴技术的概念与特征

近年来，新兴技术不仅助推了经济发展和产业变革，也推动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新兴技术不仅展

现了各行业自动化生产方式的潜能（阿西莫格鲁、雷斯特雷波，2018），也拓展了生产要素（贝森，2018），这意味

着它不仅将改变传统生产的面貌，还将催生大量新业态和新模式。同时，新兴技术也为政府的数字化治理转

型提供了技术和要素两方面的支持（蔡跃洲等，2021），有助于为政府职能的履行提供精准、有效的技术解决方

案和“工具箱”（郁建兴、樊靓，2022；诺依曼等，2024），促进以公民需求为中心的回应性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

设（孟天广、赵娟，2018；汪玉凯，2020）。

新兴技术的发展为技术接受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现实场域，也拓展了进一步探索的理论空间。然

而，尽管新兴技术在近年来成为热点研究议题，其定义与概念仍然未达成统一（罗托洛，2015）。当前研究对于

新兴技术的定义主要从两条路径展开：一条路径强调技术领域内部的“新兴”和“涌现”（斯摩等，2014），即关注

新兴技术非连续性的知识创新（戴、舍尔梅克，2000）以及对于已有技术整体的创新贡献；另一条路径从新兴技

术社会影响的相关特征入手来定义概念。如罗托洛（2015）将新兴技术定义为激进创新和快速发展的技术，并

通过多元主体、制度和模式互动而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模糊且不确定的。

本文提出，新兴技术是指新近涌现并快速发展、且尚未在社会中广泛使用的技术。新兴技术的概念内涵

具有时代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某个技术只有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涌现才能被理解为新兴技术。人类历史上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涌现出重大的新兴技术，从印刷术、蒸汽机、电力、汽车、飞机、原子能、电报电话等通讯技

术，到 21世纪末兴起的互联网，它们在所处的时代都是新兴技术，但这些技术到今天显然都不再是新兴技术

了。另一方面，由于新兴技术尚不太成熟，主导设计并未形成，因此新兴技术在发展方向、应用效果以及大规

模应用产生的社会影响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正因为新兴技术的时代性和不确定性，相比于其他已经

被全社会普遍使用的传统技术而言，公众对于新兴技术的接受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研究如何提升新兴技术的

社会接受度，则有助于为新兴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

（二）理解新兴技术的风险

本文以广义的、中性的风险概念，即新兴技术所产生的非预期后果的概率（奈特，2002），来定义新兴技术

的风险。由于现代化治理手段和制度带来了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制度的

内在特性（贝克，2004）。对于风险概念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公众对于技术不确定性的恐慌会如

何冲击其对于技术的信任度与接受度（张宪丽、高奇琦，2022）。

本文从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三方面来理解新兴技术所产生的风险。社会福利和个人收益风险分

别从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出发，囊括了技术可能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概率，而技术伦理则从伦理维度引入了第

三种风险。表 1中举例说明了三方面风险在人工智能、生物合成、元宇宙、人脸识别等若干新兴技术中的具体表

现。其中，以人工智能、生物合成、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增进人类整体健康、促进农业增产增收、加强社

会创新合作等方面中作出了系统性的贡献，但个人财产损失、个体健康隐患、个人数据滥用等潜在问题也增加了

个人收益方面的风险，还可能引发人机伦理、生命尊严乃至数字人伦挑战等技术伦理风险（吴昊、李建军，2020）。

（三）新兴技术公众接受度理论模型

基于对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 3类风险的理解，本文构建了基于技术风险感知的新兴技术接受度

理论框架。已有研究大多从宏观上讨论风险感知如何影响技术接受度（布贝克，2012；福瑞穆特等，2017），本

文试图进一步打开“风险感知”的“黑箱”，从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分别提出社会福利和个人收益两类风险感

知，并从新兴技术所面临的社会规范压力出发研究公众对于不同

类型的风险感知如何影响新兴技术接受度。此外，本文基于理论

意义和现实考量提出了技术使用与监管信任两个调节变量。由

于新兴技术具有“时代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因此不同技术

表 1 若干热点新兴技术的 3类风险举例

人工智能技术
生物合成技术
元宇宙技术

人脸识别技术

社会福利
公共安全保障
农业增产增收
社会创新合作
社会治安提升

个人收益
个人财产损失
个人健康隐患
个人数据滥用
个人财产盗用

技术伦理
人机伦理挑战
生命尊严挑战
数字伦理挑战
隐私伦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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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行为和监管信任水平的公众对同样的风险产生差异化的感知。由此，本文提出公众对技术社会福利、个

人收益和技术伦理的风险感知均会影响技术接受度，而技术使用行为和监管信任水平会调节风险感知对于技

术接受度的影响，并构建了基于风险感知的新兴技术接受度理论框架（见图 1）。

（四）研究假设的提出：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例

本文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例，具体分析对于新兴技术“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的 3类风险感

知如何影响公众的技术接受度。人脸识别技术是相对成熟和落地的新兴技术之一，随着 2014年前后深度学习

算法的突破，人脸识别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到各类场景。作为新兴技术的典型代表，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提

升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尤其在社会治安领域的应用提升了嫌犯追逃、寻找失踪人口的效率，降低了城市治安

的风险（科斯特卡，2021）。然而，新兴技术在发展与应用中产生的风险也会影响公众的技术接受度。例如，人

脸识别技术的主要风险争议来自于因数据泄露导致的财产损失风险。国内已有多家银行发生犯罪分子破解

人脸识别系统导致储户存款被盗事件。犯罪分子在破解某银行人脸识别系统后，在大额转账和密码重置环节

成功通过手机银行系统的“人脸识别”检验，致使用户损失大量财产①。人脸识别技术还存在更深远的伦理风

险，主要表现在技术对于个人隐私的侵犯和公私边界的互渗（王金柱，2022）。在“中国人脸识别第一案”中，杭

州野生动物世界强制游客以人脸识别的方式入园，并因此被起诉“侵犯隐私”。经法院裁判，认为这一场景人

脸识别技术强制性的使用超出了“必要”原则，不具有正当性②。

较低的技术接受度会降低技术应用的成效，并约束数字技术的发展路径和使用边界。2020年美国佛洛依

德事件发生后，因考虑到人脸识别技术的种族歧视争议，美国通用技术公司宣布“反对使用该项技术进行大规

模监控与种族歧视”，亚马逊、微软等企业也就此宣布停止向美国警方提供人脸识别服务。2021年 11月，脸书

宣布关停其人脸识别系统，并删除其从平台用户处获取的逾 10亿张人脸数据③。此外，各国政府也开始限制

技术应用边界与使用方式。出于对“种族歧视”和“大规模监控”的担忧，美国已有旧金山、萨默维尔、奥克兰、

波士顿等近二十个城市禁止在公共部门使用人脸识别设备④，欧洲议会也通过了决议，在公共场所全面禁止使

用“实时”、远程的生物特征识别系统⑤。为了回应社会公众对于人脸识别技术侵犯隐私的争议，中国的许多行

业如酒店、物业等也陆续开始减少不必要的人脸识别刷脸环节。可以看到，公众的技术接受度对于新兴技术

的广泛应用与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以上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与风险挑战的分析，本文在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 3类风险的一

般性理论框架下，具体对应为“社会治安”、“个人财产损失”和“隐私伦理冲突”3类风险，并对公众新兴技术接

受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第一，新兴技术的社会福利风险感知。公众对新兴技术所带来社会福利的感知会影响新兴技术接受度。有

研究者在中国、美国、英国、德国 4个国家发放了跨国问卷，结果发现尽管存在技术接受度的差异，但各国受访者

都认同人脸识别技术可以降低治安风险，在整体上增进社会福利（科斯特卡，2021）。已有研究揭示了对于技术

提升效率的感知会对技术接受度产生积极影响（戴维斯，1989），即当公众感知到使用一项技术所能获得的收益

时，其技术接受度往往会提高。例如当公共卫生事件突然爆发时，公众会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疫苗带来的社会福

利和集体收益，从而提升疫苗接种比例（廖等，2009；福瑞穆特等，2017）。也有研究探讨了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

可用性（米尔特根，2013）、人脸识别技术的效能（科斯特卡，2021）对于公众技术接受度的积极影响。本文提出，

人脸识别技术在追逃嫌犯、寻找失踪儿童等应用领域发挥独特优势，可以显著提升社会治安水平，增进社会整体

福利，当公众感知到新兴技术可以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时，其技术接受度会提升。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可以提升社会治安水平的感知会

提升公众的技术接受度。

第二，新兴技术的个人收益风险感知。新兴技术的应用可能

增进社会整体福利，但也可能给个人收益带来一定风险，而公众

对于个人收益损失的感知会对新兴技术接受度产生消极影响。

通过对核能（德格鲁特等，2020）、转基因食品（巴瓦、阿尼拉库玛， 图 1 新兴技术公众接受度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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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乃至电子政务服务（霍斯特等，2007）、网络消费（阿尔穆萨，2014）等技术的实证分析，相关研究揭示了技术

对个人安全、财产及健康收益带来的潜在损失会对技术接受度产生消极影响。对于人脸识别技术而言，人脸等

个人信息数据在收集、存储和共享环节中可能产生的数据安全问题（郭春镇，2020；朱旭峰、楼闻佳，2023）会增加

公众感知到的个人财产损失风险（米尔特根，2013），而企业不当披露个人信息和数据的行为，则会进一步强化公

众对于个人收益风险的感知（齐默等，2010）。本研究将人脸识别技术因数据泄露导致的财产损失风险作为个人

收益风险感知的测量，并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带来个人财产损失的感知会降低公众的技术接受度。

第三，新兴技术的技术伦理风险感知。人脸识别技术无孔不入的“观察”能力还冲击了传统的“隐私”界

定，模糊了公私领域的边界（王金柱，2022），对社会伦理产生了全新的挑战。近年来，新兴技术在发展过程中

频繁出现伦理冲突，对公众的新兴技术接受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伦理”是指公认的社会规范与应然秩序（黑格

尔，1991），是对于人与人、人与技术等各类社会关系的形成的价值准则与行为规范。但近年来，大数据、人工

智能、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则对传统人与技术的关系提出了巨大挑战。例如基因编辑技术不仅挑战了

人类基因的完整性和进化性（陶应时、罗成翼，2018），还可能带来难以预期的遗传后果，并冲击社会结构的代

际公平性。又例如大数据时代的技术扩张和数字生存挑战了隐私边界，技术对个体无孔不入的观察与识别使

得私人边界不断坍缩（王金柱，2022）。又如，人工智能自主性的不断增强催生了技术权力结构的膨胀（谭九

生、杨建武，2019），模糊了人机伦理的界限，也挑战了对“人”的本质的认知（孙伟平，2017）。

然而，尽管“新”技术遭遇了“旧”规范，产生了激烈的伦理冲突，但当前仍然少有研究关注对技术伦理风险

的感知如何影响新兴技术接受度。本文提出，对于技术的伦理风险感知是影响新兴技术接受度的重要因素之

一，而且技术的伦理风险和技术个人收益存在本质区别，风险关乎“成本”和“收益”的衡量，而伦理关乎道德上

的“对”与“错”。技术伦理风险的本质是技术应用过程中产生与传统社会伦理规范相容或不相容的现象。社

会规范则被定义为个体依从于各种社会压力的信念，也指作为个体进行某项行为所要承受的社会压力（阿杰

森，1991）。规范动机理论认为，对于某个行为的伦理义务往往会驱动个体采纳或不采纳某项行为（施瓦茨、霍

华德，1981），如以往有学者发现公众会出于道德和伦理的义务出发抗议核电站的建设（德格鲁特、斯泰格，

2010）。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人与技术的交互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技术本身的自主性不断加强，而这种自

主性的强化使得技术伦理前所未有的重要（龚群，2023）。

本文提出，公众的技术接受度不仅会受到“实然”层面社会福利和个人收益风险感知的影响，还会受到“应

然”层面社会规范的影响。当感知到技术伦理与已有规范不相容时，会对公众的新兴技术接受度产生消极影

响。人脸识别技术所具有的海量数据收集、存储与分析能力，隐喻了当前社会技术扩张和数字生存的潜在伦

理冲突，颠覆了传统隐私边界。因此，本文将人脸识别技术对个人隐私边界的冲击作为技术伦理冲突感知的

测量，并提出如下假设。

H3：对于人脸识别技术隐私伦理冲突的感知会降低公众的技术接受度。

第四，调节因素：技术使用行为和监管信任水平。如前文所述，新兴技术具有时代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

而风险感知作为一种个人主观定义的感受，会受到心理、文化、社会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斯洛维奇，

2010）。一方面，新兴技术意味着技术尚未普及，仅有部分人群使用过技术。因此，是否体验过新兴技术，会使

得公众对于同样的风险暴露的感知存在明显差异。另一方面，当“新兴”技术本身尚未完全成熟、技术安全体

系尚未完全建成时，公众监管信任水平体现了使用者对新兴技术潜在风险的相关监管政策和舆论环境的认可

程度。因此，公众监管信任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对于同一风险的感知。

1.调节因素：技术使用行为

本文提出，公众技术使用行为会调节风险感知对于新兴技术接受度的影响。技术使用行为会增加个体与

技术的利益相关程度，从而使公众对于技术可能产生的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及技术伦理等风险信息更为关切，

也更容易受到相关信息的影响。相反，不使用该新兴技术的公众往往依据抽象经验进行判断，更关注技术的

宏观印象，因而对具体背景信息较不敏感（阿米特等，2009）。因此，技术使用行为可以对公众的风险感知产生

公众的风险感知与新兴技术接受度

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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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作用，当公众使用过一项技术时，往往对于同一风险的感知会更为敏感。对于人脸识别技术来说，由于利

益相关性，技术使用行为会使得个体更加关注技术产生的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的风险，从而调节风

险感知对于技术接受度的影响。本文由此提出，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行为会使得个体更为关注技术可能产生

的具体风险，从而对技术的风险感知更为敏感，并提出以下假设。

H4：相较于不使用这项技术的群体，使用者的技术接受度对人脸识别技术的风险感知更加敏感。

2.调节因素：监管信任水平

公众的监管信任水平也会调节风险感知对于新兴技术接受度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公众的信任水平会

影响其对于技术风险的感知（西格里斯特，2021）。“信任”被认为是“降低认知复杂性的工具”（厄尔、茨韦特科

维奇，1995），信任机制的建立可以帮助人们让渡使用决策，以避免过多的对于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计算，从而

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社会效率。因此，高监管信任群体可以简化“是否接受一项技术”的决策过程。对于发展

仍待成熟、技术安全体系仍处于初建状态的新兴技术来说，民众较高的监管信任水平往往意味着公众更为信

任政府及发布的政策信息。加之新兴技术本身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具有更高监管信任水平的公众会容易被政

策信息影响，并以此为依据做出对于一项技术的判断和决策。因此，当公众具有较高的监管信任水平时，往往

也会更容易信任关于技术风险的相关信息，从而对风险感知更为敏感。本文由此提出，具有较高监管信任的

公众的技术接受度会对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及技术伦理的风险感知更为敏感，并提出以下假设。

H5：相较于低监管信任的群体，高监管信任群体的新兴技术接受度对人脸识别技术的风险感知更加敏感。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探究新兴技术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以往简单的问卷大多通过在问卷中直接

对受访者主观态度进行提问（巴斯蒂德等，1989；克洛特等，2015；近石等，2020），往往难以测量出公众客观的

风险认知和技术接受度水平。同时，由于某些因素可以同时塑造对于技术风险的感知及新兴技术接受度（斯

科特等，2018），这类提问方式难以克服遗漏变量的内生性及同源偏差问题。

通过调查实验进行新兴技术接受度影响因素分析具有两方面优势：一方面，采取调查实验的方式可以通

过多因素情景实验的设计，更充分地激发公众对新兴技术不同风险的明确感知。另一方面，调查实验的方法

通过将实验嵌入社会调查中，在因果效应估计上有独特的优势（孟天广，2017）。通过对样本的随机化分组，可

以确保干预变量在个体间的随机分布，从而削弱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包含了 3个平行调查实验设计，分别研究对于技术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的风险感知如何

影响新兴技术接受度。第一个实验描绘了人脸识别技术通过提升社会治安水平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情

境，以此来刺激受访者对于社会福利风险的感知，第二个实验描绘了人脸识别技术可能引发的个人财产损失，

以此来刺激受访者对于个人收益风险的感知，第三个实验描绘了人脸识别技术的隐私伦理冲突，以此来刺激

受访者对于技术伦理风险的感知，本文通

过分别比较 3个实验组与 1个对照组的结

果差异，测量出实验干预的效应。本文据

此设计了 4种版本的问卷，分别对应人脸

识别技术的社会福利风险感知、个人收益

风险感知、技术伦理风险感知和一组空白

组（控制组）。具体调查实验问卷材料设

计如下（见图 2）。

根据以往理论，社会信任（西格里斯

特，2021）、知识水平（西格里斯特、茨韦特

科维奇，2000）、技术熟悉度（德格鲁特等， 图 2 本研究的 3个平行调查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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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及性别、教育等个体层面因素可能会影响公众的技术接受度。本文因此尽可能全面地选取了人脸识别

使用行为、监管信任水平、风险厌恶水平等问题及性别、教育水平、是否有理科学习经历等可观测的个体特征

作为控制变量。而对于其他可能还需要纳入考量的控制变量，一方面我们认为可以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挖

掘，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实验随机性的本质可以较好地削弱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二）问卷发放

在本次调查实验研究中，我们委托问卷调查公司进行专业的问卷发放。实验的本质是将被试者完全随机

地赋予一定情境和条件（布鲁等，2015；卢等，2022），从而克服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因此，和普通问卷需要

追求样本代表性的“样本推断总体逻辑”不同，实验操作的核心是确保干预变量在个体间的随机分布，只要实

验组和控制组在分组上保证是随机抽样的，就能保证本实验研究的效应在测量上具有内在效度。因此，根据

随机实验的要求，我们要求问卷公司在给定受访者范围内以完全随机的方法发放 4类问卷，并保证 3组实验组

和 1组控制组的受访者彼此没有交叉，我们也会在后续对回收样本进行随机性检验。根据研究设计，我们原

计划回收 2000份有效问卷，但考虑到问卷的回收有效性的要求和后续分析过程中的样本损失，我们要求问卷

公司保证回收有效问卷 2100份。由于线上问卷调查的特殊性，我们无法确认平台发放的问卷数量和样本回收

率，但和线下发放问卷相比，线上问卷发放的形式可以通过必选题项的设计较好地保证问卷答题的完整度，从

而具有较高的有效样本率，且线上问卷发放可以更好地覆盖全国各个地区。

在具体实验过程中，受访者通过网络平台被随机分配至实验组与控制组中，3个实验中的受访者分别阅读

3段关于人脸识别社会福利风险、个人收益风险和技术伦理风险的信息材料（见图 2）。实验中的阅读材料均

来源于正式客观的新闻事件，但考虑到如果在问卷里提供了媒体来源信息，那么不同媒体本身也可能是影响

用户对材料信息信任度的干扰因素，因此我们在实验设计中特地隐去了具体的媒体来源。在阅读完相应信息

后，受访者被要求继续完成关于人脸识别的技术接受度相关问题。而控制组中的受访者不会阅读任何描述性

信息，直接完成技术态度问题的回答。我们已确保每组受访者彼此没有交叉。

（三）问卷数据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网络问卷调查。2021年 3月，本研究通过网络平台开展问卷调查实验，旨在评估公众

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基本态度及其影响因素。问卷主要分为两部分。在问卷的前半部分，我们首先对受访者的技

术使用行为、监管信任水平、风险厌恶水平及人口统计学特征等进行了调查，问卷的后半部分则是随机实验和技

术态度问题。我们通过“您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态度”这一问题来测量公众对于人脸识别的技术接受度，选项设

置从“1非常反对”到“9非常认同”，分值越高表示公众技术接受度越高（见表2及《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

本研究回收的2068份问卷有效样本覆盖了除港澳台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全国的

情况，但考虑到本次问卷通过网络渠道发放，调查过程中问卷回收存在不确定性（非实验室条件下进行实验，受访

者回复意愿有差异），我们最终回收的样本在数量上无法保证和各行政区划的实际人口数量保持相当比例，回收样

本分布更偏向中东部地区。此外，回收的总体样本中所包含的3个实验组与1个控制组的问卷数量分别为518份、

517份、515份及518份。我们进一步通过筛选问卷答题时间在30~300秒内的样本（未将答题时间过短或过长的样

本纳入分析），并保留年龄在18~80岁的样本（奥肖内西等，2023；汤志伟等，2023），本研究最终有效样本共2045份。

调查实验的核心是对受访者在实验组和控制组随机分布以保证因果效应的效度，因此需要保证实验组和控

制组中唯一的差异应该是设计者给予的实验干

预，而其他控制变量没有系统性差异（盖恩斯

等，2007），我们因此在数据回收后进行了随机

性检验。通过将 3个实验组分别与 1个控制组

进行组间差值检验（见表 3），我们发现 4个组间

在人脸识别使用行为、风险厌恶、监管信任及性

别、年龄、教育等控制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呈

现出较好的随机性。

变量名
技术接受度

是否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风险厌恶水平

监管信任
性别
年龄

理科学习经历
教育水平

问卷对应题目
您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态度是？
您的智能手机中有几个 app开设了人脸识别功能？
如果现在有两张彩票供您选择，若选第一张，您有 100%
的机会获得 4000元，若选第二张，您有 50%的机会获得
8000元，50%的机会什么也没有，您愿意选哪张？
您是否放心将数据交给中央政府保管？
您的性别是？
您的出生年份是？
您在学习时偏向文科还是理科？
您的教育程度是？

表 2 主要变量说明

注：详情可参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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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与分析

为探究公众对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的风险感知和新兴技术接受度的关系，本文根据理论框架

构建了 3个平行调查实验，并就技术使用行为和监管信任水平如何影响新兴技术接受度产生进行了异质性

分析。

在确认实验组和控制组在除实验干预外的其他控制变量没有显著的系统性差异后（见表 3），我们首先考察

了核心因变量人脸识别技术接受度的基本情况和组间差异。图 3展示了控制组与实验组 1（人脸识别技术提升

社会治安水平）、实验组 2（人脸识别技术增加个人财产损失）、实验组 3（人脸识别技术增加隐私伦理冲突）的人

脸识别技术接受度均值。整体来看，当前公众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接受度较高，这与以往研究中中国公众对于

人脸识别技术接受程度较高的结论较为一致（科斯特卡，2021）。此外，3个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均值呈现出一定差

异，社会福利风险感知组的技术接受度较高，而个人收益组和隐私伦理组的技术接受度相对较低。

表 3也展示了主要变量的均值。样本内问卷受访者平均年龄为 32.2岁，大多数具有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

如前文所述，相较于中国整体人口特征，本研究中的受访者整体更年轻，学历更高。同时，64%的问卷受访者有

理科学习经历。问卷受访者整体呈现出较高的监管信任。由于本次问卷主要通过网络开展，受限于问卷发放渠

道，问卷样本存在一定的潜在样本偏差。但考虑到截至 2022年 12月，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为 75.6%（10.67亿网

民规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3），相较于中国人口整体特征，中国网民的人口学特征往往更年轻、收入或

学历更高或更可能居住在城市中（特鲁克斯，2014），本文使用的调查样本能较好地代表网络使用者群体。

（一）实验1：社会福利的风险感知与技术接受度

本文首先在实验一中考察了公众对于社会福利的风险感知如何影响人脸识别技术接受度。我们构建了

“人脸识别技术提升社会治安水平”的实验组和控

制组，表 4的线性模型回归结果呈现了人脸识别技

术提升社会治安水平这一情境的实验干预对技术

接受度的影响，即对人脸识别技术的社会福利风险

感知如何影响公众技术接受度。基于以往技术接

受度的理论，我们控制了公众个体层面的风险厌恶

程度、使用行为、监管信任与性别、年龄、理科学习

经历、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变量，并控制了省份虚

拟变量以避免地区间技术态度的区域性差异。同

时，我们希望实验随机性的本质能帮助克服部分遗

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由于存在一定缺失值，实验

组和控制组分别包含 512个和 514个参与回归的观

测值。表 4的结果表明，公众对于“人脸识别技术

图 3 实验组和控制组人脸识别技术接受度（因变量）的均值
及置信区间

注：95%置信区间。

表 3 主要变量的均值及实验组和控制组的随机性检验 表 4 实验 1：社会福利的风险感知与技术接受度

社会福利风险感知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人脸识别技术

提升社会治安水平
是否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风险厌恶水平
监管信任

性别
年龄

理科学习经历
教育水平
Constant
N
R2

Province

系数

0.24***
0.75***
-0.21**
0.26***
0.02
0.01
0.02
-0.03
5.44***
1026
0.11
YES

t
2.76
4.80
-2.06
5.30
0.23
1.24
0.25
-0.24
13.48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主要自变量

人脸识别
技术使用

风险厌恶
程度

监管信任
性别
年龄

理科学习
经历

教育水平

全样本

均值

0.89

0.84
4.33
0.50
32.21
0.65
0.88

控制组

均值

0.90

0.83
4.33
0.51
32.64
0.63
0.89

社会福利风险

均值

0.87

0.84
4.30
0.49
32.37
0.63
0.87

组间差异
P值
0.17

0.52
0.67
0.71
0.65
0.94
0.38

个人收益风险

均值

0.91

0.85
4.35
0.49
32.05
0.67
0.86

组间差异
P值
0.66

0.37
0.68
0.71
0.32
0.23
0.22

技术伦理风险

均值

0.89

0.85
4.34
0.50
31.77
0.66
0.90

组间差异
P值
0.83

0.41
0.78
0.88
0.17
0.41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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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升社会公共安全水平”的感知将显著提升技术接受度。

（二）实验2：个人收益的风险感知与技术接受度

为探究个人收益风险感知如何影响技术接受度，本文构建了“人脸识别技术增加个人财产损失”的实验组

和控制组。表 5的线性模型回归结果呈现了人脸识别技术增加个人财产损失这一情境的实验干预对技术接

受度的影响。实验中同样控制了公众个体层面的风险厌恶程度、使用行为、监管信任与性别、年龄、理科学习

经历、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变量，并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以避免地区间技术态度的区域性差异。由于存在一

定缺失值，实验组和控制组分别包含 506个和 514个参与回归的观测值。表 5的结果揭示了当公众感知到人脸

识别技术可能会增加个人财产损失时，其技术接受度会显著降低。

（三）实验3：技术伦理的风险感知与技术接受度

为探究公众对技术伦理风险的感知如何影响技术接受度，本文再次构建了“人脸识别技术隐私伦理冲突感

知”的实验组和控制组。表 6的回归结果呈现了人脸识别技术增加隐私伦理冲突这一情境的实验干预对技术接

受度的影响，即对人脸识别技术伦理风险的感知如何影响公众的

技术接受度。实验中同样控制了公众个体层面的风险厌恶程度、

使用行为、监管信任与性别、年龄、理科学习经历、教育水平等个

体特征变量，并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以避免地区间技术态度的区

域性差异。由于存在一定缺失值，实验组和控制组分别包含 513
个和 514个参与回归的观测值。表 6也揭示了当公众感知到人脸

识别技术产生的隐私风险时，其技术接受度会显著降低。

（四）对于技术使用行为和监管信任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还探索了已有的技术使用行为会如何调节风险感知

对新兴技术接受度的影响。问卷使用“是否在手机软件中开通

了一个及以上的人脸识别功能”作为对“技术使用行为”的测

量。表 7的结果表明，相较于不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群体，技术

使用群体会对技术的风险感知更为敏感，从而影响对人脸识别

的技术态度。具体而言，对于“人脸识别技术会提升社会治安水

平”的感知，会显著提升技术使用者的技术接受度，而当使用者

感知到个人财产损失和隐私伦理冲突时，其技术接受度会显著

降低。而对于不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群体而言，除了对财产损

失风险敏感外，其对风险的感知不会影响其技术接受度。

本文研究结论提供了技术使用行为会使公众对风险感知更加

敏感的经验证据，这与以往技术使用行为意味着更高的技术接受

度的结论不同。本文认为，使用者之所以对风险更为敏感，是因

为利益相关性会促使使用者更关注技术在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

技术伦理等层面的具体风险，从而导致对技术风险感知更敏感。

考虑到政府监管水平对于塑造公众技术认知的重要性，本文

还就公众监管信任如何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从而影响新兴技术

接受度做进一步分析。当前公众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主要顾虑

之一是生物数据的安全保障，我们借鉴布拉茨皮斯（2009）对于

监管信任的定义——“公众对于监管者的技术资质、监管动机和

构建监管系统能力的认可程度”，通过设置“您是否放心将数据

交给中央政府保管”这一问题作为测量监管信任的指标。我们

将答案设置为“非常放心、很放心、一般、不太放心、非常不放心”

表 5 实验 2：个人收益的风险感知与技术接受度

个人收益风险感知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人脸识别技术
增加个人财产损失

是否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风险厌恶水平

监管信任
性别
年龄

理科学习经历
教育水平
Constant
N
R2

Province

系数

-0.25***
1.28***
-0.34***
0.34***
0.04
-0.00
0.02
-0.10
5.21***
1020
0.15
YES

t
-2.71
6.93
-2.95
6.12
0.46
-0.26
0.16
-0.65
11.76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表 6 实验 3：技术伦理的风险感知与技术接受度

技术伦理风险感知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人脸识别技术
增加隐私伦理冲突

是否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风险厌恶水平

监管信任
性别
年龄

理科学习经历
教育水平
Constant
N
R2

Province

系数

-0.25***
0.77***
-0.22*
0.32***
0.13
0.01
-0.06
-0.04
5.36***
1027
0.13
YES

t
-2.75
4.38
-1.94
5.56
1.35
1.41
-0.66
-0.27
12.15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5，*表示 p<0.1。
表 7 对技术使用行为的异质性分析

技术使用行为

提升社会
治安水平

增加个人
财产损失

增加隐私
伦理冲突

N
R2

Province

是
0.23**
（2.52）

906
0.09
YES

否
0.53

（1.49）

120
0.28
YES

是

-0.16*
（-1.68）

919
0.09
YES

否

-1.02*
（-2.18）

101
0.46
YES

是

-0.26***
（-2.84）
919
0.11
YES

否

-0.47
（-0.98）
108
0.32
YES

注：括号中为稳健 t统计值。***表示 p<0.01，**表示 p<
0.05，*表示 p<0.1，回归结果简化了风险厌恶、监管信任及性
别、年龄、教育水平等人口学统计变量，仅展示实验干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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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维度。为更清晰地了解监管信任的分布情况及其对技术接受度的影响，我们将其合并为“高信任度”及“低

信任度”两组进行讨论，并将 1~2归为低监管信任组，3~5归为高监管信任组。

本文表 8的实证结果发现，相较于低监管信任群体，高监管信任群体的技术接受度对技术风险感知更加敏

感。当感知到人脸识别技术可以提升社会治安水平时，高监管信任的群体会更容易提升其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

接受程度；而当感知到人脸识别技术可能带来的个人收益层面的财产损失和社会隐私伦理冲突时，高监管信任

群体的技术接受度会更为显著地下降。相较而言，低监管信任群体的技术接受度则对风险的感知非常不敏感。

本文的研究结论和以往研究简单认为监管信任意味着更高的技术接受度（亨斯特勒等，2016；韩等，2017）不

同，高监管信任的群体往往对于风险感知更为敏感。随着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的增加，公众更难以预期技术风险

和伦理后果，更高的监管信任意味着公众对于政府及相关政策信息具有更高的认可度，加之信任机制的建立可

以简化“是否接受一项技术”的决策过程（厄尔、茨韦特科维奇，1995），公众会对风险信息更为敏感。这意味着当

技术风险事件发生时，政府可以通过针对性的政策宣传和风险沟通缓解技术恐慌。本文的研究结论也进一步表

明，公众的监管信任可以提升政府进行政策宣传与风险沟通的效率，降低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成本（普特南等，1994）。

五、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探索了以人脸识别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接受度问题。通过构建 3个平行调查实验，本文发现，公众对

于人脸识别技术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感知会显著提升公众的技术接受度，而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带来的个人财

产损失和社会隐私冲突的感知，则会显著降低公众的技术接受度。研究结果还发现，技术使用行为和更高的

监管信任水平往往意味着公众的风险感知更为敏感。

本研究从理论上定义了新兴技术的概念，通过辨析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 3种类型的技术风险，

为进一步理解新兴技术接受度提供了场景化的微观视角，还就不同群体感知新兴技术风险的差异化机制进行

了具体分析，从而深化了技术接受度的理论研究。已有研究（戴维斯，1989）大多从宏观上讨论风险感知如何

影响技术接受度（布贝克，2012；福瑞穆特等，2017），对于微观机制的关注和探索仍有不足。本文首先定义了

新兴技术的概念，辨析了其风险特征，从而阐明了新兴技术接受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其次，本文通过

进一步细化了新兴技术风险感知的不同类型，就公众对于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风险感知做出了场景化的区

分，并关注到新兴技术的重要伦理特征，由此构建了基于风险感知的新兴技术接受度理论框架。最后，本研究

还关注到公众的技术使用行为和监管信任水平如何对技术风险的感知产生差异性影响，在微观层面上补充了

风险感知影响技术接受度的相关研究。

本文也通过引入调查实验方法，从方法上推进了技术接受度的相关研究。以往研究大多通过在问卷中直接

对受访者进行主观态度提问的方式测量公众对于技术的接受程度（巴斯蒂德等，1989；克洛特等，2015；近石等，

2020），难以测量公众对于技术风险的真实认知。针对以往研究中难以解决的内生性问题（迈尔、奥图尔，2012；
斯科特等，2018），本文通过调查实验的方式刺激了公众的风险感知，进一步揭示了新兴技术接受度的影响因素。

本文不仅从理论和方法上推进了相关研究，也为新兴技术的治理实践提供了理论参考，并得到以下政策启

示。首先，公众技术接受度的提升有助于营造社会良好的科学氛

围，为技术的应用推广创造广阔的社会空间，从而促进技术的创

新与发展。例如，《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规定（试行）（征求

意见稿）》的发布回应了公众对于新兴技术应用的争议与顾虑，有

助于增强公众对个人信息安全保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从而增强

社会技术接受度，推动技术良性发展。建议政府尽早关注并积极

回应新兴技术风险，通过科学调研对公众的伦理关切、观点态度

等情况进行摸底掌握，以政策引导提升公众的新兴技术接受度。

其次，考虑到不同群体的公众对于新兴技术会产生差异化

的风险感知，建议政府构建更为精细化的新兴技术风险沟通体

表 8 对监管信任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监管信任

提升社会
治安水平

增加个人
财产损失

增加隐私
伦理冲突

N
R2

Province

高
0.24***
（2.61）

962
0.09
YES

低
0.72

（1.22）

64
0.42
YES

高

-0.22***
（-2.41）

959
0.12
YES

低

0.21
（0.35）

61
0.67
YES

高

-0.26***
（-2.86）
971
0.11
YES

低

-0.96
（-1.07）
56
0.56
YES

注：括号中为稳健 t统计值。***表示 p<0.01，**表示 p<
0.05，*表示 p<0.1，回归结果简化了风险厌恶、技术使用及性
别、年龄、教育水平等人口学统计变量，仅展示实验干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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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尤其通过对于新兴技术不同类别和不同场景风险的区分和讨论，强化公众对于新兴技术的认知和理解。

从场景化的视角分析新兴技术的风险，既有助于政府理解公众对于新兴技术的具体伦理关切和态度观点，从

而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方向性的指引；也有助于提升监管的灵活性和精细化水平，避免“一刀切”冲击新兴技

术的创新与发展，并通过规范新兴技术具体应用场景，进一步激发相关未来产业的活力和潜力。

再次，公众在新兴技术时代的监管信任相比以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新兴技术的持续涌现和日趋复杂

的社会运转亟需构建更强的公众信任机制。建议政府通过开展全过程和不同层面的技术政策讨论，给予公众

更多知情权和参与权，培育公众更高的监管信任，从而增强风险沟通和政策宣传的效率。

最后，随着“技术赋能”公共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政府应该关注到以往考虑不足的技术应用风险问

题。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可以结合人工智能社会实验进行新兴技术的政策试验，通过将不同类别风险镶嵌到

社会情境中，多路径评估风险感知对新兴技术应用推广的社会影响，从而为政策制定和精准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尽管本文的研究方法是问卷实验，其核心是通过确保干预变量在个体

间的随机分布来削弱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但仍然可以进一步提升本文研究结论的外推性。受限于实验资

源和实验时间，本次调查实验囊括的样本范围偏少，同时线上渠道的限制使得受访者存在潜在样本偏差，从而

对问卷实验结论的外推性产生一定影响。后续研究中如果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线下样本收集，并设计包含更

多的控制变量，会进一步增强研究的外部有效性。其次，本研究是对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例的新兴技术接受度

的较早期的研究，从社会福利、个人收益和技术伦理的风险感知着手研究其对技术接受度的影响，但还未更深

入地对其中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后续可以就具体影响新兴技术接受度的渠道和机制做进一步的分析⑥。

（作者单位：朱旭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楼闻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注释

①苑苏文：《存在安全和隐私漏洞 人脸识别还能走多远》，2022年 7月 19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220719/9ea0eaa
d791c4f1f81a8350e159b45d5/。

②《郭兵与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浙 0111民初 6971号。
③参见希尔和麦克（2021）。
④参见希尔德和施瓦茨（2022）。
⑤参见The European Commission（2021）。
⑥中外文人名（机构名）对照：邓利维（Dunleavy）；威廉斯（Willems）；斯科特（Scott）；迈尔（Meier）；奥图尔（O’Toole）；奈特（Knight）；

戴维斯（Davis）；布贝克（Bubeck）；福瑞穆特（Freimuth）；巴斯蒂德（Bastide）；克洛特（Clothier）；近石（Chikaraishi）；阿西莫格鲁（Acemoglu）；
雷斯特雷波（Restrepo）；贝森（Bessen）；诺依曼（Neumann）；罗托洛（Rotolo）；斯摩（Small）；戴（Day）；舍尔梅克（Schoermaker）；科斯特卡
（Kostka）；廖（Liao）；米尔特根（Miltgen）；德格鲁特（de Groot）；巴瓦（Bawa）；阿尼拉库玛（Anilakumar）；霍斯特（Horst）；阿尔穆萨（Almousa）；
齐默（Zimmer）；黑格尔（Hegel）；阿杰森（Ajzen）；施瓦茨（Schwartz）；霍华德（Howard）；斯泰格（Steg）；斯洛维奇（Slovic）；阿米特（A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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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Perception of the Public and Accept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 Survey Experiment on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Zhu Xufenga and Lou Wenjiaa,b

(a.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 Graduate Affairs Office of the CPC Tsinghua University Committee,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Public accept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lways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 the path of techno⁃
logic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has been limited substantive research into the public accept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pro⁃
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how perceptions of three types of risks, including social welfare, personal benefits,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influence the accept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rough three parallel survey experiments on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the enhancement in social welfare brought by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can increase their accept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while their perception of property loss and privacy conflicts caused by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can decrease their
acceptance. In addition,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usage behaviors and the trust in regulation can moderate their perception of technological
risks. This study gives a defini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through analyzing three types of technological risks: social welfare, personal
benefits,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it provides a scenario-based micro perspective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acceptance of emerging technol⁃
ogies. It also conducts specific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tiated mechanisms by which different groups perceive the risks of emerging technolo⁃
gies. This analysis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of risk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public acceptance towards emerging technol⁃
ogi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isk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actively re⁃
spond to public risk concerns. By categorizing risk types based on scenarios, a more refined communication system for emerging technology
risk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is will improve the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 through public policy, and thus provide a favorable social environ⁃
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Keywords: risk perception;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 emerging technologies; facial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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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Perception of the Public and Accept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 Survey Experiment on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Zhu Xufenga and Lou Wenjiaa,b

(a.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 Graduate Affairs Office of the CPC Tsinghua
University Committee, Tsinghua University)

Summary: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has currently brought about significant changes in poli⁃
tics, economics, and soci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re is also a conflict between its application and its risk, which af⁃
fects the public's accept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Public acceptance not onl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
ogy applications, but also alters the path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Ye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in-depth research.
Given this problem awareness and theoretical gap,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emerging technologies are those that have
recently emerged and rapidly developed but are not yet widely applied throughout society. Their concepts and conno⁃
tations possess timeliness and uncertainty while potentially hav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at the time. We construct a framework for the accept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based on perceptions of social wel⁃
fare risks, personal benefit risks, and ethical risks. Through three parallel survey experiments, we take facial recogni⁃
tion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ublic accept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ublic perception towards facial recognition improving societal security often enhances
their acceptance; whereas perceiving potential property loss or privacy conflicts can reduce the acceptance. Further⁃
more, the usage behaviors and the trust in regulation can moderate their perception of technological risks. This study
advances not only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round the accept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but also enhances
the methods within the field. Moreover, the research also ha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study defines the con⁃
cep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discerns three types of technological risk (social welfare/personal benefits/technolog⁃
ical ethics). Besides, by analyzing differentiated perceptions towards risk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micro-perspective scenario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acceptance of emerging technolo⁃
gies. It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risks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respond actively to public
concerns. Also, by categorizing risk types based on scenarios,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 more refined commu⁃
nication system and foster higher regulatory trust. Only in that way, the public acceptance could be improved, provid⁃
ing a favorable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Keywords: risk perception; acceptance of technology; emerging technologies; facial recognition
JEL Classification: C90, D81



《公众的风险感知与新兴技术接受度——面向人脸识别技术的调查实验研究》附录

调查问卷

1.您的性别是？[单选题] *
○男

○女

2.您的出生年份是？[填空题]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您的教育程度是？[单选题] *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大学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4.您在学习时偏向文科还是理科？[单选题] *
○文科
○理科
○文理兼修
○文理都不擅长
○不分文理

5.您所在的省份是？
该题为下拉单选题，选项包含中国所有省级行政区

6.您的智能手机中有几个 app开设了人脸识别功能？[单选题] *
○A. 0个 ○B. 1-2个 ○C. 3-4个 ○D. 5个及以上

7.如果现在有两张彩票供您选择，若选第一张，您有 100%的机会获得 4000元，若选第二张，您有 50%的机会获得 8000元，50%的
机会什么也没有，您愿意选哪张？* [单选题] *

○第一张
○第二张
○不知道

8.您是否放心将数据交给中央政府保管？[矩阵单选题]
中央政府

非常放心
○

很放心
○

一般
○

不太放心
○

非常不放心
○

阅读材料（下列实验题，随机分组后分发给受访人）：
实验 1：人脸识别技术在追击逃犯、寻找失踪儿童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19年 8月重庆警方依靠人脸识别技术抓获潜

逃 17年命案逃犯。现在邀请您继续本项问卷调查。
实验 2：人脸识别虽然增加了线上支付的便捷性，但用户账户可能会因为人脸识别技术的安全性不足而导致增加“盗刷”的风险。

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兜售人脸识别数据的不法行为，可能导致个人财产的损失。现在邀请您继续本项问卷调查。
实验 3：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兜售人脸识别数据的不法行为，人脸信息采集的便捷性和非入侵性也增加了公众对于个人隐私的担

忧。有商家在网络中公开售卖“人脸数据”，数量达 17万条，涵盖 2000余人肖像。现在邀请您继续本项问卷调查。

控制组：空白

9.您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态度是？[单选题] *
○1非常反对 ○2 ○3 ○4 ○5 ○6 ○7 ○8 ○9非常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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